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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主論分為二部分：（一）宋代「以詩為詞」現象的三層義。（二）
「以詩為詞」現象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 
第一部分主要針對宋代「以詩為詞」的現象本身，依據史料加以理解，
進而分析，以詮釋其中隱涵的意義。一般對宋代「以詩為詞」的研究，都
籠統言之。本文經由對史料深入的理解與精密的分析，卻發現「以詩為詞」
就其意義而言，可分為描述、評價、規範三個層次。而就發展歷程而言，
也可分為北宋中期到末期、南宋初期到中期、南宋中期到末期三個階段。 
第二部分主要是依據上一部分對歷史經驗現象的描述與詮釋，後設地
提出理論，以解明此一現象在中國文學發展上涵具甚麼「軌跡」性的意義。
這項理論是：宋代由「以詞為詞」演變為「以詩為詞」，顯示的乃是從「創
作主體失位」走向「創作主體復位」；而這種演變的內在動力，乃是知識
階層「詩文化母體意識」的作用。知識階層普遍抱持「詩是一切韻文的『正
典母體』」的文化意識」，而韻文類之中，一切分流的子體必向母體歸源。
「分流」與「歸源」不斷的辯證，乃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一種「常軌」。 
準此，則「以詩為詞」不僅是宋代文學發展的個殊現象，其深層所隱
涵的「詩文化母體意識」，實具有文學史論上的意義，可應用於對中國文
學史上韻文類發展歷程的詮釋。 
關鍵詞：以詩為詞、文學史論、本色、辨體、反辨體、描述義、評價義、規範義、豪
放、婉約、雅正、本質、體源、主體失位、主體復位、正典母體、詩文化母
體意識、分流、歸源 
                                                 
∗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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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宋代「以詩為詞」現象及其在中國  
文學史論上的意義 
一、引論 
「以詩為詞」乃宋代陳師道評東坡詞之語。《後山詩話》云：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 1 。 
「以詩為詞」是什麼涵義？陳師道沒有進一步說明，只在下文作了一
個比喻：「如教坊雷大使之舞」，並下了一褒一貶的評斷：「雖極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然而，「教坊雷大使之舞」是什麼實況？什麼特色？「極天
下之工」是對東坡詞「藝術」成就的讚揚。而「非本色」則是在某種事實
判斷之中隱涵著貶意。什麼貶意？關鍵就在於「本色」一詞的義涵。 
雷大使是誰？其舞如何？根據宋代蔡矨《鐵圍山叢談》卷六的記載：
徽宗在位時，「手藝人之有稱者」，教坊司有舞者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
大使」2。按《宋史》卷一四二〈樂志〉，「教坊」最高一級的官職稱為「使」 
3。又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九〈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條記
載，雷中慶能舞「三臺」，並云「唯中慶有官」 4 ，則雷中慶為教坊之「使」。
至於其舞技如何？據《鐵圍山叢談》之說，「視前代之伎」「一皆過之」5。
就因為其舞技極工，故被尊稱為「大使」。若以上述的史料來看，仍然不
                                                 
1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清〕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台北：漢京文化公司，
1983年），頁 309。 
2 〔宋〕蔡矨：《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 6，頁 107—108。 
3 《宋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 142，〈樂志〉，頁 1628。 
4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卷 9，〈宰執親王
宗室百官入內上壽〉，頁 220。按：「三臺」，唐宋舞曲名。 
5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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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確認知雷大使的舞風；不過，所謂「視前代之伎」「一皆過之」，則我
們可據此推測，雷大使之舞相對於前代之伎，可能並不墨守成規，而在技
法甚至整體的風格上都頗有突破。再以陳師道「要非本色」之評語度之，
則其突破已超越前代之正規，而被視為「變格」了。 
「本色」一詞原是何義？轉用到文學批評上又是何義？這個問題，龔
鵬程已有詳確的論證， 6它本指「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7，
也就是指各行各業依規定所應穿著的服裝顏色式樣。這個詞彙轉用到文學
批評上指的是每一個文類依其性質、功能而應有的標準體式。 8 
因此，陳師道這段話被認為在文學批評上具有「辨體論」的意義。現
代許多學者的研究，也都朝這方向去探討。 9 
「辨體」觀念被明確地提出來，當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奏議
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其後蔚為文學批評的潮流，歷
代未曾間斷。陳師道的確是秉持「辨體」觀念以批評東坡的詞作。「以詩
為詞」是「描述」語，它說明了一個客觀事實。而「要非本色」則除了事
實判斷之外，尚涵有「評價」義。他對於東坡詞之不守行內規格以致不合
標準體式，頗不以為然。 
凡批評者提出「辨體」的動機，從「原因動機」(because motive) 10 而
言，往往是起因於前行的文學實際創作，已不斷發生混淆文體的經驗現
象；若從「目的動機」(in-order-to motive) 11而言，則其批評目的往往是企
                                                 
6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台北：學生書局，1986年），頁 93—136。 
7 版本同註4，卷 5，〈民俗〉，頁 131。 
8 「體式」一詞，指某一文類應有的標準藝術形相，例如《文心雕龍‧明詩》：「四言
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四言」、「五言」為文類，「雅潤」、「清麗」
分別為其「體式」。參見顏崑陽〈論文心雕龍「辯證性的文體觀念架構」〉，收入顏氏：
《六朝文學觀念叢論》（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 121—148。 
9 例如，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同註 6。又許穎：〈詩詞辨異〉（《中國文藝》， 3
卷 5期，1941年），頁 6—12。楊海明：〈論以詩為詞〉（《文學評論》，1982 年 2 期），
頁 135—140。胡國瑞：〈詩詞體性辨〉（《文學評論》，1984年 3期），頁 108—112。
衛傳榮：〈「以詩為詞」與「詞別是一家」關係辨〉（《銀川師專學報》，1987年 1期），
頁 63—66，等等。 
10 「原因動機」(because motive) ，指一個行為者由於過去的經驗，因而導致他產生現
在此一行為的動機。參見舒茲(A‧Sthutz，1899—1959)：《舒茲論文集》第一冊，（盧
嵐蘭譯，台北：久大、桂冠聯合出版，1992年），頁 91—94。 
11 「目的動機」(in-order-to motive)，指一個行為者由於指向未來的某一目的而導致他
產生現在此一行為的動機。參見資料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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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糾正這種現象，促使創作者能遵守各文類不同的體要，12以展現合乎「本
色」的創作。陳師道之評東坡，就是很好的範例。 
循著上述這些認知脈絡，許多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便集中在論
述：從「辨體」觀念來看，「詩體」與「詞體」有什麼差別？陳師道說東
坡「以詩為詞」，則東坡是如何的「以詩為詞」？這個問題推衍所及，又
多討論東坡「以詩為詞」和他的作品「不協律」、「豪放」的關係。甚至推
衍到詞體之「正」與「變」的探討。凡諸論點，前人已有研究成果。 13本
文不擬重複。 
我們所擬定的論題是：詮釋宋代「以詩為詞」的現象及其在「中國文
學史論」上的意義。「文學史」一詞有二義：一指「文學發展歷程」的本
身；一指以「文學發展歷程」為對象而書寫完成的著作。本文所用「文學
史」一詞其義指前者。而就此義之所謂「文學史」，可以是指「文學發展
歷程」之客觀性的經驗事實。然而，人類之連續行為以構成歷史，其經驗
事實之前因後果，是否存在著可受詮釋之「理」？這是「歷史哲學」所關
懷的問題。漢代劉劭《人物志》卷上〈材理〉提出「理有四部」之說，即
道理、事理、義理、情理。 14牟宗三《歷史哲學》三版自序云：「歷史哲學
就是以事理與情理為對象而予以哲學的解釋。事理是客觀地或外部地說
者，情理是主觀或內部地說者。」 15文學之發展有其客觀之事實，也有其
主觀之情意。不管就事實或情意，皆當有「理」可資詮釋。凡歷史，有可
詮釋之「理」，才有其「意義」。「文學史論」主要便在理論地詮釋文學發
展的種種「理」、種種「軌則」。準此，本文主要的論點，就是先從歷史經
驗去詮釋宋代文士們「以詩為詞」的現象，然後將它置於中國文學史上，
                                                 
12 「體要」一詞，指的是作者創作某一文類時，為實現其標準體式而應該去遵守的創
作要則。參見同註 8，頁 135—140。 
13 例如，劉乃昌：〈豪放與協律〉（《詞學》第二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
頁 125—130。高建中：〈婉約、豪放與正變〉，出處同上，頁 150—153。趙晶晶：〈試
論詩詞的不同藝術特徵與蘇軾「以詩為詞」的跡象〉（《西北師院學報》，1982年，1
期），頁 61—71。秦惠民：〈蘇軾「以詩為詞」臆探〉（《黃石師院學報》，1982年， 4
期），頁 50—59。朱靖華：〈蘇軾「以詩為詞」促成詞體革命〉，收入《蘇軾新論》（濟
南：齊魯書社，1983年），頁 79—115。王水照：〈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
（收入《蘇軾論稿》，台北：萬卷樓出版社，1994年），頁 183—220。等等。 
14〔漢〕劉劭：《人物志》（台北：中華書局，1983年），卷上，〈材理〉，頁 8。 
15 牟宗三：《歷史哲學》（台北：學生書局，1984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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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地解明它是否為文學發展的某種軌則。如是，則「以詩為詞」在中國
文學史論上便有其意義。因此，這是一項「文學史論」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並不套用任何學派的系統性理論。而是在第一階
段直接進入歷史相關文本去理解，從而依循理解所獲致的意義，在第二階
段進行文本的詮釋，藉以說明宋代文人「以詩為詞」現象在創作與批評上
的事實及意義，終而第三階段則依據第二階段所獲致的詮釋，並針對上述
所擬設的問題，嘗試提出「理論性」的解答。當然，第一階段的理解，在
文本的閱讀過程中，已「默會致知」，自不在論述文字中出現。 
在我們的理解中，宋代文人「以詩為詞」的現象涵有三層意義：第一
層為創作現象上的「描述義」；第二層為實際批評上的「評價義」；第三層
為理論批評上的「規範義」。本文第一節將依此層次，藉文本之詮釋，逐
一論證。然後第二節再依據上一節對歷史經驗之描述與詮釋，提出一項理
論以解明此一現象在中國文學發展上涵具什麼「軌則」性的意義。 
二、宋代「以詩為詞」現象的三層義 
(一)創作現象的「描述義」 
所謂「描述」是指使用語言文字對某事物的形象或性質作客觀的描寫
敘述，它只說出某事物「是什麼」，而不附加說者的主觀價值判斷。從創
作現象而言，「以詩為詞」可以只是一句「描述」語，客觀地說明了一個
事實：有人用作詩的方式去作詞，也就是把「詞」這種文體作得像「詩」
那種文體。 
對東坡混淆詩詞二體的描述，陳師道在《後山詩話》中，除了上引那
段話之外，還有一段記載： 
世語云：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16。 
他特別標明「世語」，以見東坡「詞如詩」非他個人之說，而是一般
人的看法。另外宋代《王直方詩話》也有類似的記載：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
                                                 
16 同註 1，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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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 17。 
從這些記載來看，東坡「以詩為詞」在當時已讓許多人形成鮮明的印
象；故以此語描述東坡詞，確屬切當。但是，我們要問的卻是：「以詩為
詞」究係東坡個殊的創作現象？還是當時詞壇普遍的創作現象？關於這個
問題，現代有些學者的研究，大致都認為「以詩為詞」非東坡一人如此而
已，實乃北宋中期之後頗為普遍的創作現象。 18東坡之外，王安石、黃庭
堅、賀鑄、周邦彥，甚至被認為詞之正宗「婉約」的晏殊、歐陽脩、晏幾
道亦是如此。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復齋漫錄》云： 
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黃魯直間作小詞，
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 19。 
黃庭堅〈小山詞序〉云： 
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
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 20。 
李清照〈詞論〉： 
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真如酌蠡水
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王安石、曾子
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
一家，知之者少 21。 
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云： 
二公(安石、東坡)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 22。 
晁補之(字旡咎)固然直接指出黃庭堅詞是「著腔子唱好詩」，意指配上
                                                 
17 〔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台北：華正書局，1981
年），頁 93。 
18 例如，龔鵬程：「北宋中期以後，詞的發展，就一直朝向『詩化』的路子上走。」
參見資料同註 6，頁 103。又王水照：「蘇詞的革新意義在於它代表著詞史發展中的
兩個趨勢：詩詞合流的趨勢與詞樂分離的趨勢。」參見資料同註 13，頁 209。 
19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後集，卷 33，頁 253。 
20 〔宋〕黃庭堅：〈小山詞序〉（見朱祖謀：《彊村叢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頁 651。 
21 按：李清照之〈詞論〉，〔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33，〔宋〕魏慶之《詩
人玉屑》卷 21，〔清〕徐釚《詞苑叢談》卷 1，皆有徵引。本文參考曹樹銘校釋：《李
清照詩詞文存》（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 142—143。 
22 〔宋〕林景熙：《霽山集》，卷 5。該書收錄於《知不足齋叢書》第 25集（上海：古
書流通處，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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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的詩，故評為「不是當家語」。「當家」，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二引
作「當行家」。「當家」或「當行」義同「本色」 23。黃庭堅也指出晏幾道
詞「寓以詩人之句法」，李清照則更明白描述晏殊、歐陽脩、蘇東坡之詞
為「句讀不葺之詩」。而王安石、曾鞏之小歌詞，讓人「絕倒」，而「不可
讀」，想必也與晏、歐「句讀不葺之詩」相差無幾。至於林景熙亦直指安
石、東坡之詞不異於詩。 
因此，北宋中期以後，「以詩為詞」而形成詞的「詩化」，的確是一種
普遍的創作現象，此為不爭之事實，無庸再細為論證。在這裡，我們所要
辨明的是，由於從批評事實的發生來說，「以詩為詞」是陳師道對東坡詞
的評述。再加上東坡詞從明代張綖的《詩餘圖譜》開始，即認為是「豪放」
一體的典範，並拿來與秦觀詞所代表的「婉約」一體對舉。 24因此，或許
有人會認為「以詩為詞」和「豪放」一體具有特定而必然的因果關係。 
然而，依循我們前文的論述，「以詩為詞」並不必然導致「豪放」之
體。同樣都被評作「以詩為詞」，但歐陽脩有歐陽脩之體，黃庭堅有黃庭
堅之體，王安石有王安石之體。也就是「以詩為詞」指的是一種創作「詞」
的態度、方式，並非構成個人作品體貌的充要因素。 25個人作品體貌的形
成，其因素相當複雜，並非「以詩為詞」就可概括。甚至都在「以詩為詞」
的創作態度、方式之下，東坡詞本身就不僅形成「豪放」一體。其實，東
坡詞之可稱為「豪放」者，為數並不算多。 26至於其他作品，歸納尚有清
麗、奧衍、平淡、沈鬱等體，而皆是「以詩為詞」之下的產物。其中，尤
以〈戚氏〉一詞，句句用典，語義艱澀，明是「以詩為詞」，卻成「奧衍」
                                                 
23 同註 6。 
24 〔明〕張綖：《詩餘圖譜‧凡例》：「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蓋詞情蘊藉，
氣象恢弘之謂耳。然亦在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約，東坡多豪放。」按：該文收錄於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游元涇校刊《增正詩餘圖譜》，然未及見，本文據〔清〕‧
王又華：《古今詞論》轉引，唐圭璋《詞話叢編》第 1冊（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
頁 602。 
25 「體貌」一詞，指個人作品的藝術形相，參見資料同註 8，頁 140—143。 
26 〔明〕俞彥《爰園詞話》認為蘇軾「其豪放亦止〈大江東去〉一詞」，參見唐圭璋：
《詞話叢編》（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第 1冊，頁 350。按：俞爰之說過於嚴苛，
東坡詞之「豪放」者，當不止一首。然一般所認定者亦不過二三十首而已。王水照
〈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云：「或謂今存蘇詞真正體現豪放詞格的最多不
過二三十首，實不能概括其全部風格甚至基本風格。」參考資料同註 13，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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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 27。 
準此，則「以詩為詞」和「豪放」一體並沒有特定而必然的因果關係。
從創作現象上來說，它所展示的其實是詞人在態度、方式上，從原本固定
的詞體規格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自由去創作。因此，它所導致的結果，
不是由「婉約」一體變而為「豪放」一體，而是詞體的多樣化。這時候，
所謂「以詩為詞」，其中「詩」字真正的義涵，就不應該只是理解為此一
文類的體製或體式，而應該涵有更「本質」性的意義。這可留待下文再作
理論上的詮釋。 
依循前文的論述，「以詩為詞」是北宋中期開始的普遍創作現象。這
是籠統言之；假如分別觀察，則還可以看到，同是「以詩為詞」，卻在不
同時期而有不同的趨向。大致來說，可分為三個時期： 
1、北宋中期到末期： 
這個時期，詞體規格的束縛剛被解放，各人依其性情、學問去自由創
作。同時又沒有任何具主導力量的思潮。因此體貌多樣化，晏、歐、柳、
蘇、黃、秦、賀、周；婉約也好、豪放也好、俚俗也好、典雅也好；本色
也好、變格也好，皆各有其體，卻沒有明顯的主流。 
2、南宋初期到中期： 
這個時期，由於國家正面臨危急存亡之際，影響所及，除了朱敦儒、
李清照、辛棄疾、陸游等，走的是自己的路數之外，「以詩為詞」明顯地
出現了主流，那就是以《詩經》之「風雅」為本的創作。這可以說是「詞」
的「復古」運動。 
這個運動，開端於宋室南渡前後的黃裳，他在自己的詞集《演山居士
新詞》的序文中，提出「六義」做為準則，並標示自己的詞是依此準則而
作，故其體「清淡而正」 28。南渡不久之後，鮦陽居士首唱「復雅」的口
號，並依藉編選《復雅歌詞》的行動，宣示詞作應該回歸《詩經》的「風
雅」精神。 29這種「復雅」運動，在當時確曾蔚為潮流，不但有理論的倡
                                                 
27 東坡詞各體參見顏崑陽：《蘇辛詞》（台北：台灣書局，1998年），頁 14—18。 
28 〔宋〕黃裳：《演山集》，卷 20。該書收錄於〔清〕紀昀等：《文淵閣四庫全書》（台
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集部別集類。 
29 〔宋〕鮦陽居士：〈復雅歌詞序〉（收入祝穆：《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 24）。
本文參考金啟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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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也有創作的實踐，甚至不少詞集以「雅」命名， 30其中主要的詞人有
曾慥、曹冠、張孝祥、張元幹、郭應祥、王炎等。朱崇才《詞話學》對此
有詳細之論述。他認為：「復雅之聲，在南宋可說是佔主導地位的風格論」，
它並反映了「以詩為詞，詩詞已經靠攏，詞與詩一樣，是以其內容之風雅
頌、表現形式之賦比興來獲得其價值功能」 31。 
3、南宋中期到晚期： 
上一期「復雅」之流重視的是詞的內容意旨及政教功能，對詞在體製
上的音樂規律，並不講究。南宋中期，姜夔是「審音知律」的詞家，除了
創作出「醇雅」的詞體之外，更特別注重詞的音律，曾上〈大樂議〉 32，
論及傳統的樂律以及填詞譜曲的知識。宋代趙與晸（跋白石詞嘉泰刊本〉
云：「白石留心學古，有志雅樂，⋯聲文之美，概具此編。」 33其後，史達
祖、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周密等，都在姜夔一系，而成為南宋中、晚
期的主流。 
這一系的詞作，因為很強調詞的音律，往往從形式上去分辨詞與詩的
差異，尤其是南宋晚期的張炎、沈義父，更在理論上提出詩詞的分辨。張
炎《詞源》卷下云： 
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 
又云： 
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  34。 
沈義父《樂府指迷》亦云： 
詞之作難於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 
又云： 
                                                                                                                                                    
365。 
30 詞集以「雅」命名者，個人專集有張孝祥《紫微雅詞》、張元幹《于湖先生雅詞》
等，選集則有林正大《風雅遺音》、曾慥《樂府雅詞》、鮦陽居士《復雅歌詞》等。 
31 朱崇才：《詞話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 337—348。 
32 按《宋史》無姜夔傳，上〈大樂議〉事見《宋史》卷 131〈樂志〉：「姜夔乃進〈大
樂議〉於朝。」詳見夏承燾：〈姜白石行實考〉之 6〈議大樂〉，收入氏著《姜白石詞
編年箋校》(台北：中華書局，1967年)，頁 266—269。 
33 〔宋〕趙與晸：〈跋白石詞嘉泰刊本〉，見〔清〕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白石道
人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78。 
34 〔宋〕張炎：《詞源》卷下〈虛字〉、〈賦情〉，唐圭璋：《詞話叢編》，版本同註 24，
頁 20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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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詞與詩不同，縱是花卉之類，亦須略用情意 35。 
他們的論述，或從音律、或從句式，或從功能，或從作法，以強調詩、
詞的差異，看似和「以詩為詞」者有所不同。但其實穿越這些形式性的末
節，從內涵精神的本質上來看，他們仍然是「以詩為詞」。這內涵精神的
本質就是「雅正」。 
在創作實踐上，這一系的詞固然每人各有其體，但卻也有共同的特色
──「雅」。在理論主張上，張炎更是直接提出「雅正」作為詞的本質。《詞
源》卷下云：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 36。 
「雅正」來自儒家「詩」的本質觀。因此，從姜夔以下到張炎，這些
兼合文詞與音律之「雅正」者，其實也是「以詩為詞」的一種創作。這一
期與上一期都是以「詩」之「雅」為本，所不同者：上一期重在詞之「用」，
亦即詞的社會性政教功能。這一期重在詞之「體」，即詞本身語言、音律
之「典雅純正」的藝術性。 
(二)實際批評的「評價義」 
所謂「評價」是指使用語言文字對某事物的價值作出是非優劣的判
斷。「以詩為詞」除了用為創作現象的客觀描述之外，當批評者在指陳某
詞人的作品是「以詩為詞」時，也往往涵有「評價」的意向。 
上文引述陳師道評東坡「以詩為詞」，當他在作這樣的陳述時，其實
已預設了「辨體」的觀念。「辨體」可以只是對兩種以上文類之體的差別
進行說明，但也可以秉持「文體」的理論為依據而建立價值的判準，實際
用之於對某作家作品的評斷。這就是六朝時代所建構出來的「文體批評」。
所謂「文體批評」，即是以文體知識作為批評的主要理論依據，而其批評
的終極標的也是在於詮釋或評價作品是否完滿地實現某一文體的美學標
準。《文心雕龍‧知音》所提出的「六觀」之說，正是這套「文體批評」
的操作方法。 37 
                                                 
35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版本同註 24，頁 229、233。 
36 版本同註24，頁 201。 
37 有關「文體批評」，參見顏崑陽：〈文心雕龍「知音」觀念析論〉，版本同註 8，頁
22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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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陳師道說東坡「以詩為詞」時，並非僅止於對東坡詞的這種創作現
象加以描述而已，他這個批評的終極標的是接下去「要非本色」的評斷。
這是典型的「文體批評」。對照劉勰「六觀」之說，「要非本色」乃是「觀
位體」之下所作的價值判斷。「觀位體」是「六觀」中的第一觀，它指的
是「觀察作者能否依據題材的性質，而安排適當的體裁，實現合宜的文體」
38。假如能實現合宜的文體，就是「本色」；反之，即是「非本色」。 
在「以詩為詞」的實際批評中，除陳師道之說外，上引李清照〈詞論〉
對晏殊、歐陽脩、蘇東坡、王安石、曾鞏的批評，目標也在「詞別是一家」
的「辨體」觀念預設之下，對諸人將詞作成「句讀不葺之詩」寄以貶意。 
陳師道對東坡詞的批評，起始似乎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因為從事實
面來看，東坡「以詩為詞」是當時一般人的共同印象，「要非本色」也是
公允之評。金代的王若虛在《滹南詩話》卷二中，就提到「陳後山謂子瞻
以詩為詞⋯世皆信之，獨茅荊產辨其不然。」 39由此可見，從北宋中期開
始，在創作現象上，「以詩為詞」確是一個普遍的事實，而從「辨體」觀
念提出的批評，也同樣得到一般人的認可。 
這種情形，到了南宋時期，才開始起了變化。胡仔首先對陳師道之說
大表不滿，接著王若虛、王灼、趙師秀等亦皆提出反對意見。胡仔《苕溪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云： 
《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
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
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明月
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
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嘆。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
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
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40。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二云：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茅荊產辨
                                                 
38 參見資料同註 37，頁 226—236。 
39 〔金〕王若虛：《滹南詩話》，卷 2，見丁仲祐：《續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3年），上冊，頁 622—623。 
40 版本同註19，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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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然，謂公詞為古今第一。⋯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
之末作習為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
而日趨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
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
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
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絕塵耳 41。 
王灼《碧雞漫志》云：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
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
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 42。 
趙師秀〈呂聖求詞序〉云： 
世謂少游詩似曲，子瞻曲似詩，其然乎  43？ 
陳〈燕喜詞敘〉云： 
議者曰：少游詩似曲，東坡曲似詩。蓋東坡平日耿介直諒，故其為
文似其為人。歌「赤壁」之詞，使人抵掌激昂而有擊楫中流之心；
歌〈哨遍〉之詞，使人甘心澹泊而有種菊東籬之興 44。 
就這幾則史料來看，趙師秀只對「子瞻曲似詩」之說表示質疑，而未
提出辯難。胡仔雖提出強烈的辯難，卻完全不切題。他非但未能理解陳師
道那段評語之義，甚至誤讀。陳師道之說，一面描述東坡「以詩為詞」之
實況，一面提出「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評價。我們可將前者稱為「藝
術評價」，而後者稱為「文體評價」。很顯然，陳師道非但沒有評斷東坡詞
「不佳」，甚至推許為「極天下之工」，也就是他對東坡詞的「藝術評價」
給予極高的肯定。而胡仔針對「以詩為詞」的議題，所提出的辯解卻是從
藝術性推許「子瞻佳詞最多」、「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
人不到處」，可見胡仔完全缺乏「辨體」知識，不懂「本色」之義。至於
說以雷大使之舞比東坡詞是「每況愈下」，更是無知。我們前文述及，雷
大使之舞「視前代之伎」「一皆過之」。陳師道此比全無貶低東坡詞之意，
                                                 
41 同註 39。 
42 〔宋〕王灼：《碧雞漫志》，版本同註 24，頁 32。 
43 〔宋〕趙師秀：〈呂聖求詞序〉，參見資料同註 29，頁 128。 
44 〔宋〕陳：〈燕喜詞序〉，版本同註 33，頁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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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要非本色」而已。但「非本色」只是「不合詞這一文類的適當
體式」之義。這是「文體評價」，雖有所貶，卻無關東坡詞藝術性的高下。
準此，胡仔之辯實為不相干之論。 
王若虛、王灼之辨，也略有混淆「藝術評價」與「文體評價」之嫌。
王若虛認為陳師道說「子瞻以詩為詞」乃「大是妄論」，已見其不識「辨
體」。在「辨體」的理論依據之下，「子瞻以詩為詞」，就其描述義，乃是
不容否認之事實，何能謂之「妄論」！接著引茅荊產辨其不然，理由是「公
詞為古今第一」，此辯也是以「藝術評價」對抗「文體評價」，同樣誤謬。
後文從「自世之末習為纖豔柔脆」到「故落筆絕塵耳」，意在解釋為什麼
東坡會「以詩為詞」的原因。所引文伯起之說，其因是東坡為矯時弊。但
王若虛不同意此說，另提出「天資不凡」之見，也就是「作者才性自然的
表現」；後面所引陳之辯，也是這個觀點，不必再作細論。但不管那一
種說法，其實都未針對問題的核心「以詩為詞，要非本色」的「文體評價」
去駁倒陳師道。不過，其中有一句話值得特別注意：「詩詞只是一理，不
容異觀」，這已具有「反辨體」的理論意義，足以和陳師道「辨體」之說
相抗。這可留待下文與王灼之見合併討論。 
王灼之說，也是先由「藝術評價」去肯定東坡詞「高處出神入天，平
處尚臨鏡笑春」，並持此理由對抗一般人所謂「長短句中詩」的「文體評
價」。這樣的辯解，其謬與胡仔、茅荊產同。不過，他最後提出「詩與樂
府同出，豈當分異」之說，與前述王若虛同，具有「反辨體」之義，值得
討論。 
從實際批評的「評價義」來看，持「辨體」觀念者，對「以詩為詞」
之作，往往從「文體評價」上給予負面批判，如上引陳師道、李清照之說
皆是。而相對的，若持「反辨體」觀念者，則對「以詩為詞」之作，往往
超越文體之區別，而從「藝術評價」上給予正面之肯定。除了上引王若虛、
王灼之說外：王灼在《碧雞漫志》卷二另有一段話亦是此意： 
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作長短句 45。 
王灼既認定「詩與樂府同出」，當然無視於東坡詞是否「本色」，而特
                                                 
45 版本同註42，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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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重視東坡詞「新天下耳目」之獨創，而為弄筆者「指出向上一路」。 
另外，比王灼更早的胡寅，他在〈題酒邊詞〉中，首先從「體源觀」
將詞推溯到「風雅」源頭：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
辭，而騷辭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46。 
詞曲出於「古樂府」，這裡的「古樂府」當指魏晉六朝之歌謠。古樂
府又是「詩」的分流。這裡的「詩」當指古詩十九首以來的五、七言之作。
而「詩」乃出於「離騷」，「離騷」卻出於「變風、變雅」。如此，諸體連
貫成一個源流譜系，則「詞曲」與「詩」何異。在這種觀念之下，他對「以
詩為詞」的東坡，給予極高的價值肯定： 
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
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47。 
另外，劉辰翁雖未明白「反辨體」，但於東坡詞之「如詩如文」卻給
予高度讚許，由此也可推知他絕非「辨體」觀念的擁護者。在這種基本態
度下，他對另一個「以詩為詞」的典範——辛稼軒之作，也同樣給予高度
的評價： 
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
較工拙。⋯⋯及稼軒橫豎爛熳，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詞
至此亦足矣 48。 
「辨體」是一種文體別異的觀念，主要在區別各種不同文類所宜有的
體製與體式，它側重的是各種文類在語言形構特徵 ( 體製 ) 與整體藝術
形相 ( 體式 )上的差異。文類分化越多，「辨體」也越加細密。故由曹
丕《典論‧論文》中奏議、銘誄、書論、詩賦的「四科」，到陸機〈文賦〉
中詩、賦、碑、誄、箴、頌、論、奏、說的「十類」 49，到劉勰《文心雕
                                                 
46 〔宋〕胡寅：〈題酒邊詞〉，參見王沛霖、楊鍾賢：《酒邊詞箋注》（江西：人民出版
社，1994年），頁 130。按：《酒邊詞》作者為〔宋〕向子堙。 
47 同註 46。 
48 〔宋〕劉辰翁：《須溪集》，卷 6。收錄於《四庫全書珍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73
年)，四集，別集三。 
49 〔晉〕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
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
閑雅，說煒燁而譎誑。」參見《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宋淳熙本），卷 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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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中〈明詩〉以下至〈書記〉，已多達三十餘類。而各文類都有其相應
的體製與體式，不容彼此混淆。50劉勰對於混淆文體的寫作，往往以失體、
訛體、謬體評之。 51 
陳師道對東坡「以詩為詞」而斷以「非本色」，乃是在這種「辨體」
觀念下所作的評價。反對他的人，依照理論，也應該就「詩」、「詞」二體
的異同提出辯解。上引王若虛、王灼「詩詞只是一理」、「詩與樂府同出」，
便略有此義，只是沒有詳為申說罷了。 
針對「以詩為詞」創作現象所進行的實際批評，在宋代的確存在著「辨
體」與「反辨體」的二種觀念，相互詰抗。而「反辨體」其實又可再分為
「本質觀」與「體源觀」二路。「本質觀」者乃直接超越「詩」與「詞」
的界限，從廣義詩歌的「本質」去思考「詩」與「詞」的共同性。這時，
所謂廣義的詩歌，「詩」已非和騷、賦、詞等並舉的次文體概念，它具有
一切韻文母體的義涵。上引王若虛所謂「詩詞一理」，可視為「反辨體」
的「本質觀」者。另外「體源觀」者乃是從文體演化的時間歷程逆溯回去，
尋求「詞」體的源頭，而肯認它出自於「詩」——此「詩」如加以指實，
則為《詩經》之「詩」。然後，在這「詩詞同出」的觀念下，泯除彼此宜
有的文體差異。上引王灼所謂「詩與樂府同出」，可視為「反辨體」的「體
源觀」者。 
因為「辨體」與「反辨體」的詰抗，雖發生於實際批評，但是批評者
為了尋求理論依據，往往更上一層，進入理論的建構中，而形成「規範」
意義的論述。這可留待下一節再詳作討論。 
(三)理論批評的「規範義」 
規範者，規模法式也。孔安國〈尚書序〉：「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
規範也」，即是此意。英文 norm 一詞，中譯為「規範」，意指人類感情、
                                                                                                                                                    
246。 
50 劉勰：《文心雕龍》（范文瀾注本，台北：開明書局，1970年），卷 2 卷 5共分詩、
樂府、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
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三十餘類。
其中，雜文、書記又可細分許多次文類。 
51 《文心雕龍‧頌讚》云：「班傅之北征、西征，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
又云：「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定勢〉云：「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茍異
者，以失體成怪。」參見版本同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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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行為所應當遵循的原理或法則。詩的創作是一種以協律的語言文字
表現情感、思想的行為，應當有其遵循的原理或法則。 
「以詩為詞」，到南宋時期，逐漸被理論化而成為詞的創作規範。因
此，「以詩為詞」除前述在創作現象上的「描述義」、實際批評上的「評價
義」之外，又具有理論批評上的「規範義」。 
依循上文的論述，我們已理解到，從北宋中期開始，「以詩為詞」已
事實俱在地成為一種普遍的創作現象，不但東坡如此，王安石、黃庭堅、
賀鑄、周邦彥，甚至被視為正宗婉約的晏殊、歐陽修、晏幾道、秦觀亦不
免如此。而伴隨著這種創作現象，在實際批評層面也出現了陳師道、晁補
之、李清照等，以「辨體」觀念而作出「非本色」、「不是當行家語」的評
價。不過，從北宋中期到晚期，在理論上卻還未出現將「以詩為詞」合理
化，而倡為詞創作的「規範」。 
南宋初期開始，「以詩為詞」才依藉二股驅力，逐漸理論化為詞創作
的規範。這二股驅力分別是： 
1、「反辨體」的實際批評： 
依循前文的論述，「反辨體」的實際批評，開始於南宋初期的胡寅，
他以「體源論」為依據，高度揄揚「以詩為詞」的東坡。稍後的胡仔、王
若虛、王灼、趙師秀、陳、劉辰翁等，在論述上縱有精粗，但皆高度肯
定東坡「以詩為詞」的創作。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南宋時期，在詞的實際批評上，極少再聽到像陳
師道、晁補之那種「非本色」、「不當行」的聲音，尤其針對東坡而發者更
未之見。南宋晚期，仇遠〈玉田詞題辭〉云： 
世謂詞者詩之餘，然詞尤難于詩。詞失腔猶詩落韻⋯⋯若言順律
舛，律協言謬，俱非本色。⋯⋯又怪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
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州自況。⋯⋯
不知宮調為何物，令老伶俊娼，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以言詞哉！
52 
仇遠從「言順律協」來定義詞的「本色」，並抨擊當時「陋邦腐儒，
窮鄉村叟」填詞而「不知宮調為何物」，而這些人動輒以東坡、稼軒、龍
                                                 
52 〔宋〕仇遠：〈玉田詞題辭〉，參見資料同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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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自況。另沈義父《樂府指迷》也有類似的批評： 
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
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放處，未嘗不協律也。 53 
詞的「本色」、「當行」的確涉及協律的問題。南宋晚期，一般作詞者
多有不協律之病，並以東坡、稼軒為假借。但是仇遠、沈義父在抨擊這些
陋詞時，卻還是對東坡等沒有任何貶意。由此來看，通過「辨體」與「反
辨體」實際批評的詰抗，到南宋中期以後，「以詩為詞」的東坡實已被推
尊為不可搖撼的「新典範」54，取代了「花間」一系的詞家。這就意味著，
「以詩為詞」已被肯認為創作的正軌。 
2、「雅正」的理論批評： 
前文述及，由南宋初期到中期，出現了「復雅」的思潮。從發生的外
在因素而言，當然和宋室南渡，國勢危急有關。時代環境刺激當時的文人
去反省「詞」這一新興文體究竟對諷諭時政、激勵民心有何功用。於是詩
歌傳統的「風雅」精神重新被提出來。他們不但透過「選詞」的實際批評，
去具體展現「風雅」的品貌。 55同時，在理論的建構上，也不斷地「以詩
論詞」，把「六義」的觀念引入詞論中，以它作為詞的本質及創作的準則。
至此，「以詩為詞」便在理論上形成了「規範」意義。而他們理論的中心
概念，便是一個「雅」字。其後又加入一個「正」字。「雅」與「正」在
儒家詩觀中，都具有「本質」性的意義，亦即它規範了詩歌情志內容與語
言形式的理想性質。雅，本有「正」的意思；又有「文質彬彬」，修飾得
宜的意思。在「雅正」的規範之下，詞的情志內容必須「正」，相對的便
                                                 
53 版本同註24，頁 234。 
54 「典範」一詞，中國傳統用為「典型模範」之義，指可為「典型模範」之人或文學、
藝術作品。此義與西方 paradigm一詞（中譯為「典範」）略有不同。孔恩（Thomas‧ 
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ntifc Revolutions ）（王道還等
編譯，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5年）一書中，將它界定為學術上某種可以被普遍
取法的系統性理論。另外，canon一詞，則譯為「典律」，指可為準則的文學、藝術
作品。中國古典文學中，往往視人品與文品為一，故本文採用傳統「典範」一詞之
義。 
55 例如林正大選《風雅遺音》、曾慥選《樂府雅詞》、鮦陽居士選《復雅歌詞》、王柏
選《雅歌》。詳見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年），頁 112—128，又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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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淫、邪 56。而語言形式則必須修飾得宜，相對的便不能粗、俗。這樣
的理論，在南宋時期頗為流行。而它的開端是南宋初期的黃裳。黃裳號演
山居士，著有《演山集》，其中包括了《演山居士新詞》。他在詞集的自序
中，正式建立「以詩論詞」的理論模式，將「六義」觀念引為自己作詞的
根本： 
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古之詩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
感，含思則有賦，觸類則有比，對景則有興，以言乎德則有風，以
言乎政則有雅，以言乎功則有頌。⋯⋯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
六序以風為首，終於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六
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乎，茍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刪焉。故予之
詞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序以為說。 57 
黃裳這篇自序完全在論述詩的「六義」，最後用一個「故」字，把這
個詩的創作精神和自己的詞體「清淡而正」關連起來。言下之意非常明白，
詞與詩無別，皆當以「六義」為本，所謂「古之歌詞，皆有本哉！」他自
己就是依據「六義」為創作準則，故而詞體「清淡而正」，與世俗一般的
「靡麗而淫」不同。「以詩為詞」，至此正式在理論上成為創作的規範。 
黃裳之後，這種論調不斷地出現。蔡戡為張元幹的《蘆川居士詞》作
序，云： 
公作長短句送之（指胡銓被貶嶺海），微而顯，哀而不傷，深得三
百篇諷刺之義。非若後世靡麗之詞、狎邪之語，適足勸淫，不可以
訓。 58 
他稱讚張元幹的詞作「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這當然是「以詩為詞」
了。但他不只對張元幹之詞評價而已，更進一步把他和「靡麗之詞，狎邪
之語」對立，而判定後者「不足為訓」。言下之意很明白，張元幹那種「深
得三百篇諷刺之義」的詞作才「足以為訓」了。「以詩為詞」的規範意義
相當明確。 
曾豐為黃公度《知稼翁詞集》作序時，也是先論述三百篇中「頌」類
                                                 
56 宋詞雅正與淫俗之辨，參見資料同註 31，頁 325—349。 
57 同註 28。 
58 〔宋〕蔡戡：《定齋集》卷 13。收錄於《四庫全書珍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
年），別輯，集部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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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乃「有道德者為之，發乎情性，歸乎禮義」。接著推許「以詩為詞」
的典範詞人：「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獨有與道德合
者」。最後稱讚黃公度的詞作： 
凡感發而輸寫，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
義而安，非能為詞也。道德之美，腴于根而盎於華，不能不為詞也。
59 
在這論述脈絡中，很顯然，詩三百「發乎情性，歸乎禮義」成為創作
的準則。黃公度的詞，便是合乎此一準則，「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義而
安」。這樣的作品，假以時日，當「可與文忠相後先」，其足為典範，殆無
疑義。 
詹效之為曹冠《燕喜詞》寫跋，提出「感物興懷，歸於雅正，乃聖門
所取」的觀點，然後稱許曹冠之作： 
旨趣純潔，中含法度，使人一唱而三嘆，蓋其得于六義之遺意，純
乎雅正者也。 
他在這裡，明白地以「雅正」評賞曹冠的詞作，並進一步肯認這樣的
作品應該加以播揚，以助教化： 
斯作也，和而不流，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將有采詩者播而颺之，以
補樂府之闕，其有助于教化，豈淺淺哉  60！ 
林景熙在為《胡汲古樂府》寫序時，非常不滿一般詞人之爭相慕效《花
間集》，「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他認為如此一來，「樂
府反為情性害矣」。因此，從理論上提出： 
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
一變為樂府，乃遽與詩異哉？ 
「樂府」（即詞）是「詩之變」，「詩」的本質是「發乎情，止乎禮義」。
因此，在理論上，詞的本質與詩無異。在這理論基礎上，檢驗北宋幾個典
範詞人，「荊公『金陵懷古』（按即〈桂枝香〉詞），末語『後庭遺曲』，有
詩人之諷」，而再看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終是愛君」。準
                                                 
59 〔宋〕曾豐：〈知稼翁詞集序〉，見〔明〕毛晉《汲古閣鈔宋金詞七種》中《知稼翁
詞》（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 
60 上引二段，見〔宋〕詹效之：〈燕喜詞跋〉，版本同註 33，頁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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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得到一個結論：「二公（安石、東坡）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
異詩也。」在他的論述之下，「詞」與「詩」被等同起來。就依此理論，
他評胡汲古的詞作是： 
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悲
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為而歌之。所
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
獨寄於變風者，獨詩也哉！ 61 
在他的審視中，胡汲古完全是「以詩為詞」。並且，由胡汲古往上推
到王安石、蘇東坡這些典範詞人，他得到的結論是，「先王遺澤」（文化精
神）所沾溉於「變風」者，不只是「詩」而已，連「詞」都是。詩詞既不
異質，那麼在理論上，「以詩為詞」應當是無可置疑的創作規範了。 
在南宋「雅正」的理論中，從黃裳以下是一系，大體注重的是詞由「三
百篇」繼承而來的「六義」精神，在內容情志上必須「發乎情，止乎禮義」，
在社會的政教功能上必須有「諷諭」之義，而能「感發人之善心」。在語
言形式的修辭與音律的協和上，卻並不十分強調。 
「雅正」理論另有一系，則是以張炎、沈義父為代表。這一系從創作
實踐上來說，是始於姜夔。但姜夔於理論上並無建樹，必待張、沈二氏才
完成。張炎在《詞源》的卷下，首揭「雅正」之說，已見前文引述。但他
在立出「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的總提之後，緊接的
申論，卻完全不涉「六義」，而幾乎是在探討詞的音律，接下去在〈音譜〉
一節中，又強調「詞以協音為先」 62，讓人以為「雅正」只是音律和協而
已。不過，他在後文〈雜論〉一節中，又對「雅正」做了規範，云： 
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為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
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為伊淚落」，如「最苦夢魂、
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如「又恐伊尋消
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為當時一晌留情」，所謂淳厚
日變成澆風也  63。 
                                                 
61 上引數段見〔宋〕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版本同註 22。 
62 版本同註24，頁 202。 
63 版本同註24，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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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所謂「雅正」便不只是音樂協律而已，亦取決於內容。「為情
所役」的「情」，從他下面所舉周邦彥的詞句來看，指的顯然是很俗化的
「男女之情」。由語言修辭來看，也頗為口語化，不夠文雅。那麼，張炎
所說的「雅正」，在消極面，排除了以淺陋的語言表現俗化的男女之情。 
另外，他在〈賦情〉一節中，先肯定了詞比詩更委婉的抒情功能：「簸
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他認為那是由於詞「聲出鶯吭燕舌間，
稍近乎情可也」，也就是詞通常是由女伎歌唱，可以接近抒情。不過，他
強調要有所節制，「若鄰乎鄭衛，與纏令何異也」。「纏令」是產生於北宋
時代的一種成套歌曲，被應用於民間戲劇中演唱。張炎之意，是詞雖擅於
抒情，但卻也不宜描寫俗陋的男女之情，否則便落入「鄭衛之音」，而與
民間戲曲無異了。因此，他認為抒情之詞，宜「景中帶情而存騷雅」，「若
能屏去浮豔，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 64。 
綜合上述的討論，可知張炎所說的「雅正」，必須包括下列三個特質：
(1)音樂協律；(2)修辭文雅；(3)抒情淳厚。「淳厚」，也就是不浮薄、不俗
陋，尤其是指男女之情。他雖提及「存騷雅」之意，但大約只在廣泛的抒
情言志基礎上，要求「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整個《詞源》中，未見
他如黃裳等人之強調詞在政教諷諭、激勵人心上的社會功能。因此，他的
「雅正」理論，從內容情志層面來看，其實是吸收了「詩」中「發乎情，
止乎禮義」的精神而用之於廣泛的「簸弄風月（寫景），陶寫性情（抒情）」
上，而不限於特定的「政教諷諭」的實用功能。 
至於沈義父在「雅」的理論上，說得不及張炎的深入明確。整個《樂
府指迷》幾乎繞著「協律」與「修辭」二面去立說。他開宗明義就強調填
詞之難，乃在於「音律欲其協」而「下字欲其雅」。因為「不雅則近乎纏
令之體」。因此，「雅」被狹義化為語言形式的概念。他評「孫花翁有好詞，
亦善運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句，可惜」。「雅正」與「市井句」對
立，顯是語言形式上的概念了。因此，他要求在寫情時，「宜宛轉回互」，
也就是要能曲折含蓄之義。 65 
綜上所述來看，南宋時期，黃裳之下一系，在理論上倡導讓「詞」回
                                                 
64 以上所引《詞源‧賦情》文字，版本同註 24，頁 214。 
65 上引〔宋〕沈義父：《樂府指迷》文字，版本同註 24，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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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到「詩」（三百篇為準）那種「雅正」的本質上，特別強調「六義」精
神，以發揮詞在政教諷諭上的功能，顯然充滿「復古」的色彩。而姜夔、
張炎一系，在理論上提倡「詞」的協律、修辭，以及如「詩」一樣的「抒
情淳厚」，始合「雅正」之音。這二系在「雅正」的概念上雖有差異，但
其基本精神卻都源自於「詩」。「以詩為詞」至此，在理論上已具備它的「規
範」意義，成為詞人創作的準則。 
觀察南宋時期，「以詩為詞」走向「規範」意義，乃是上述「實際批
評」與「理論批評」兩股驅力交相運作而完成的。一方面「實際批評」通
過對「以詩為詞」的「典範」作家的價值評定，樹立有異於「花間詞人」
的「新權威」。而另一方面，「理論批評」也由「詞」的本質與功能的重新
反省與提倡，使之上接於「詩」的「風雅」精神。而在這種「實際批評」
與「理論批評」的論述中，其消極面顯然預設了「反辨體」的立場。由此，
我們看到宋代，尤其南宋之後，代表「辨體」觀念的「本色論」，它的聲
音其實並不強大。倒是「反辨體」取得不可抵擋的勢力。 
在「反辨體」的基本立場上，為了讓「以詩為詞」能合理化。不管實
際批評或理論批評，都共同採取兩種思考觀點，以取得「詩詞不異」的依
據。前文已述及，這二種觀點，一為「詩詞一理」的「本質觀」，一為「詩
詞同出」的「體源觀」。不過，要注意的是，古人的論述，並沒有那麼嚴
格的系統性。所謂「本質觀」、「體源觀」，分解地說，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但這是我們現代學術所作系統性的詮釋。古人並非主張「本質觀」者，便
排斥「體源觀」；反之亦然。有時候，在某人論述中，單獨出現「本質觀」，
例如上述王若虛《滹南詩話》：「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或單獨出現
「體源觀」，例如上述王灼《碧雞漫志》：「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即
是。但有時候，則在某人的論述中，這兩種觀念一起出現，例如上引林景
熙〈胡汲古樂府序〉所謂「樂府，詩之變」云云即是。 
「本質」指的是一事物之所以成其為此事物必具之基本性質。詞的「本
質觀」即是對詞之所以為詞的基本性質提出某種觀點。凡「本質觀」者，
所見都不在兩個以上個體的殊異性，而在超越個體以直觀其普遍性。我們
之對於任何物，若分由具體的外在形貌來看，所見必是殊異性；普遍性必
須超越具體的外在形貌，而直觀內在之根本性質，才能獲致。以詩、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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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從其外在的形式體製或體式察之，則只見其殊異性，這便是「辨體
觀」者的思維路數。而「反辨體觀」者正好逆向操作，直觀詩、詞內在的
根本性質，以見其普遍性。這普遍的性質是什麼？若從「詩」來說，古人
早有定論，由「詩言志」到「詩緣情」，創作主體的「情志」便是「詩」
的「本質」。漢代〈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定義非常明確。晉代摰虞〈文章流別論〉：「詩以情志為本」一句話可以概
括此義。《文心雕龍‧明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也是這個概念。
因此，「詩者，吟詠性情」乃成為古代詩論經常出現的觀點。 
王若虛《滹南詩話》說「詩詞一理」，他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一理 」
是什麼；不過他後文對於東坡之所以「以詩為詞」的原因提出解釋云：「蓋
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絕塵耳。」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推想王若
虛的觀念其實預設了東坡之詞乃是由其「天資」所發，這不就是「吟詠性
情」之義嗎？很多為東坡詞辯解者，都秉持這個觀念，認為東坡詞和「花
間」之流不同之處，便在於他由「性情」而出。 66從理論上來說，這其實
已隱涵著「詞」在「吟詠性情」這個「本質」上與「詩」無異。準此，王
若虛所謂「詩詞一理」，這「一理」就是「吟詠性情」。 
這樣的本質觀，還可以見諸南宋一些「復雅」之流的詞論，例如前引
黃裳直接引「六義」的觀念以為自己作詞的準則，而所謂「志趣之所向、
情理之所感」即是「吟詠性情」之義，他結論說「古之歌詞，固有本哉」。
這「本」便是「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了。 
「體源」指的是某一文體的來源。「體源觀」即是認為晚出的文體，
從發展的時間歷程向上推溯，必有其最早的來源。在古人的觀念中，「詩」
是一切韻文的「正典母體」，所有在「詩」之後出現的韻文體，都是「詩」
這母體所衍化的子體。不但，「賦者，古詩之流」，即如樂府、頌、讚、銘、
箴等，也是如此，詞當然不例外。王灼《碧雞漫志》所謂「詩與樂府（詞）
同出」，正是這種典型的「體源觀」。 
南宋「復雅」之流的詞論，持這種「體源觀」者不少。除王灼之外，
                                                 
66 例如，〔宋〕陳〈燕喜詞敘〉：「東坡平日耿介直諒，故其為文似其為人，歌『赤
壁』之詞，使人抵掌激昂而有擊楫中流之心⋯⋯。」〔宋〕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
「二公(安石、東坡)樂府，根情性而作者。」〔金〕元好問〈新軒樂府引〉：「唐歌詞
多宮體⋯⋯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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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前引胡寅〈題酒邊詞〉所謂「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云云。又例
如王炎〈雙溪詩餘自序〉云： 
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
樂府曲之苖裔也。 67 
王炎對詞的溯源只到漢魏樂府為止。不過從他由「風雅」開始敘述來
看，漢魏樂府還不是最早的源頭處。 
上述「本質觀」與「體源觀」，在南宋的詞論中經常合併出現。王灼
於《碧雞漫志》卷一，開宗明義便對「歌曲」的原起提出理論上的解釋：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
起也。⋯⋯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
樂。歌永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 
又云： 
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為今曲子，其本一也。 68 
上引第一段文字，是對「歌曲所起」提出理論性的解釋。他的這個論
點，不同於落實在歷史進程上，通過史料的考察，而為歌曲之原起找到最
早的時間起點。他採取的是從理論上，指出某個可以合理解釋「歌曲所起」
的「原因」。此一「原因」是人之「心」。這在今天看來，頗有「文藝心理
學」的依據。如此解釋，便具有「本質觀」的色彩了。至於第二段文字，
一方面有文體演變之義，則「今曲子」（詞）乃是由古歌變來，其「體」
之「源」便是「古歌」，這是「體源觀」。但另一方面，他又說「其本一也」，
這「本」指的當是上文的人「心」。這又是「本質觀」了。 
除了王灼之外，這種觀點還可以見諸前文所述林景熙的〈胡汲古樂府
序〉，他一方面在「體源」上肯斷：「樂府，詩之變也」。一方面則又在「本
質」上肯斷：「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然後鑑定安
石與東坡二人之詞，在本質上乃「根情性而作」，故「初不異詩」。其他如
尹覺〈題坦庵詞〉云：「詞，古詩流也。吟詠情性，莫工於詞」。 69這都是
同樣合併「本質」與「體源」的觀點。 
                                                 
67 〔宋〕王炎：〈雙溪詩餘自序〉，版本同註 33，頁 793。 
68 上引《碧雞漫志》二段文字，版本同注 24，頁 19—20。 
69 宋尹覺：〈題坦庵詞〉，見〔明〕毛晉：《宋六十名家詞》（台北：復華出版社，1963
年），第 1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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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理論，其發言的目的，明白是為被一般人認為出身卑微的
「詞」，找出它高尚的「本質」與「體源」。讓這個原本於酒筵歌席間供世
俗娛樂的新興文體，也能擠身廟堂之上，而為士大夫「抒情言志」，甚至
「諷諭政教」之用。這顯然是為「詞」進行「尊體」的論述。因此，詞史
上的「尊體」行為不始於清代。詞之「尊體」，從創作來看，起於北宋。
從論述來看，起於南宋。至此，「以詩為詞」已在理論上完成「規範」意
義。而詞與詩的創作，若不從形式體製上去分判，實已合流矣。 
三、「以詩為詞」現象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 
本節將依上一節對「以詩為詞」現象的描述與詮釋，從「中國文學發
展的軌則」這一後設觀點，嘗試提出理論性的詮釋與建構。 
依據前文的論述，北宋中期以後，「以詩為詞」已是普遍的創作現象，
這是宋代詞史不爭的事實。當我們肯認這個事實，便相對必須肯認在「以
詩為詞」之前，還有一段「以詞為詞」的歷程。然則，從「以詞為詞」向
「以詩為詞」演變，實乃宋詞發展的軌跡。 
就「以詩為詞」這個階段來看，依據前文的論述，又呈現了由「創作」
到「評價」到「規範」的發展軌跡。起始，「以詩為詞」是詞人自覺或不
自覺的創作實踐，完全是個人內在性情、學問自然的表現，並非受自任何
理論的引導。接著，這種違背詞體成規的創新行為，受到「辨體觀」實際
批評的負面評價，但隨而「反辨體觀」的正面評價與之詰抗，終至取得勝
利。「以詩為詞」的代表人物蘇軾，其「新典範」地位的塑造，於焉完成，
而「以詩為詞」的「正當性」也告確立。於此同時，從「本質」與「體源」
的觀點，將「詞」提昇到與「詩」同等的地位，而「以詩為詞」也就當然
地成為創作的規範。綜而觀之，宋詞發展的軌跡，昭然若揭。 
在這發展軌跡的基礎上，我們的企圖是從理論上去詮釋下列幾個問
題：（一）由「以詞為詞」變而「以詩為詞」，究竟所「變」的是什麼？與
此相關的問題是，這樣的「變」在文學理論上有什麼意義？（二）為什麼
會產生這樣的「變」？其內在的原因或動力是什麼？（三）這樣的「變」，
從現象上來看，確是宋詞發展的軌跡。但穿透這現象的表層，在深層處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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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著什麼觀念性的意義？而假如將它置入「中國文學發展的軌跡」來看，
「以詩為詞」是否具有「常軌性」的意義？以下就這幾個問題，提出理論
性的詮釋與建構： 
（一）從「主體失位」到「主體復位」 
由「以詞為詞」變而「以詩為詞」，究竟所「變」的是什麼？而這樣
的「變」，在文學理論上有什麼意義？要解答這樣的問題，立刻就得面臨
一個比這更首出的問題：什麼是「詞」？什麼是「詩」？ 
這是一個很難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因為它允許從好幾個不同的基準去
提出答案。例如，有人會抽離「詞」歷時性演變的種種現象而純由靜態的
形式體製的普遍性質去定義它，那麼「它是一種曲有定調，調有定格，句
式、平仄、韻腳都有規律的文體」，這便是讓許多人都滿意的答案了。有
人或許會從它與音樂的關係去定義它，那麼「它是唐宋燕樂依曲而歌的唱
詞」，這便是被許多人認可的答案了。如此下去，答案尚不止上述兩種。
至於「詩」，那就更繁雜了。 
我們並不打算抽象地為二種文體去下定義，然後比較二者的異同。因
為這樣的定義，與我們的問題無涉。我們的問題，其解答必須回到晚唐至
北宋中期，這段詞的創作發展歷程，依藉「以詞為詞」與「以詩為詞」的
二種「典範」去比對彼此作品的差異性，而觀察出前後的變化。「以詞為
詞」，大家所共同承認的「典範」自是「花間」一系的詞作，而其中又以
溫庭筠詞為代表；「以詩為詞」則大家所共同承認最具代表性的「典範」
自是東坡詞。他們彼此的差異，便是「詞」朝向「詩」演變的實況。 
溫詞的特徵：在形式上，於音律為和協，於語言修辭為「白描」而不
用「典實」；在表現方式上是多用「假擬」 70，往往以「女人」為敘述觀點
人物；在題材上是「泛題」，而且多為「男女綺怨」這種「類型性題材」。
在主題上是表現與作者不切身的「泛意」。在功能上是「應歌以娛樂」。在
體式上是「婉麗」。 
                                                 
70 所謂「假擬」即是假設虛擬某些敘述觀點者，依藉人或物的行為、心理活動，在具
體的時空場景中「演出」，而非由作者以自敘觀點直抒切身之經驗感受或思想。參見
龔鵬程：〈論李商隱的櫻桃詩—假擬、代言、戲謔詩體與抒情慱統間的糾葛〉，收入
龔氏著《文學批評的視野》（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頁 19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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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則詞較早所建立的典範特徵，即是協律、白描、假擬、泛題、
泛意、娛樂、婉麗。包括了形式上的格律、修辭；內容上的題材、主題；
功能價值以及整體的藝術形相。當然，所謂「典範」，指的是這些特徵完
滿具現的作品。溫詞之外，如「花間」與「南唐」其餘詞家，有些作品於
上述特徵所備不完全，「典範性」也就比較不完足，但大體言之，仍是呈
現「詞」的樣貌。 
蘇詞的特徵相對於溫詞，正好呈現兩極化現象：在形式上，於音律偶
有不協，71於修辭則多用典實；在表現方式上是直接抒寫，而不用「假擬」；
在題材上是選擇作者個人切身的經驗，詞調之下多有題目，指明確定的寫
作時空背景與動機，而且「無事不可言」，非但不限於「男女綺怨」，甚至
將這種「類型性題材」減到甚低。相對於「泛題」，我們可稱之為「殊題」。
在主題上則是表現與作者個人切身的種種所感所思，而不限於男女之情，
即所謂「無意不可入」 72。相對於「泛意」，我們可稱之為「殊意」。而在
功能上則是作者用以「抒情言志」，與應歌之娛樂無關。在體式上則多樣
化，而論者常以「豪放」與「婉麗」為對。 
準此，則詞到東坡所建立的典範特徵，即是多用典實、直接抒寫、殊
題、殊意、自我抒情言志。其中「不協律」，在東坡亦偶然如此，它只彰
顯一種創作態度，就是「意」比「律」更具優先性。但「不協律」卻非「以
詩為詞」必有的特徵。另外，有關體式的問題，以「豪放」和「婉麗」相
對只是在強調東坡詞的創變，「豪放」不必然成為「以詩為詞」所導致唯
一的體式。因此，從體式而言，「以詩為詞」所彰顯的意義乃在由所謂「本
色」之體解放出來之後的多樣化，而不在定於兩極化的另一體。所謂「典
範」，指的也是上述特徵完滿具現的作品。蘇詞之外，如賀鑄、秦觀、周
邦彥、朱敦儒、張元幹、張孝祥、姜夔、吳文英、張炎等，有些作品於上
述特徵所備不完全，「典範性」也就比較不充足，但大體言之，仍是呈現
                                                 
71 宋人即有評東坡詞「不協律」者，例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41引《遁齋
閑覽》云：「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又後集卷 33引《復齋漫錄》云：「東坡
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李清照〈詞論〉：
「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究天人，作為小歌詞⋯⋯往往不協音律者。」有
關東坡詞「協不協律」問題，詳見王水照之論述，參考資料見註 13。 
72 「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乃〔清〕劉熙載《藝概‧詞概》評東坡詞之語：「東
坡詞頗似老杜，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版本同註 24，第 11冊，頁 3771。 
 59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期 
「詩」的樣貌。 
由溫詞到蘇詞兩極典範的演變之間，其實還存在著色譜漸遞的變化。
例如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認為李後主之詞是由「伶工之詞」變而為
「士大夫之詞」73。這個「變」，最顯著處是易「假擬」為「直抒」，易「泛
意」為「殊意」，易「娛樂」為「自抒情志」，這已有「以詩為詞」的色彩。
但其變尚未徹底，尤其在語言修辭上，仍是白描，不用典實。因此，新典
範性無法建立，必待東坡出而後可。 
比較東坡之「以詩為詞」與溫庭筠之「以詞為詞」，其所變者最大的
關鍵處，其實並不在「律」上。詞體之「律」，可再分為音樂上的「樂律」
與語言上的「格律」。東坡詞之不協律，多屬「樂律」上的問題。「格律」
上雖偶有不協，但不是經常性的現象。 74至於其他之「以詩為詞」者，周
邦彥、姜夔、張炎等，守律甚嚴，並沒有不協律的現象。因此，「以詩為
詞」真正的關鍵乃在於：1、語言修辭由白描轉為使用「典實」，古人謂之
「學問語」。2、表現方式由「假擬」易為「直抒」。3、題材、主題內容由
「泛題」、「泛意」轉為「殊題」、「殊意」。4、功能上由「娛樂」轉為「自
抒情志」。 
從文學理論的觀點來看，中國知識階層的詩歌創作，構成主體的三要
素是：情性、道德、學識。詩之所以為詩，在本質、功能上，便是此一「主
體」的表現。 
溫庭筠所代表「以詞為詞」的「典範」，用淺白的日常生活語言描寫
非作者個人或時代群體切身經驗的「類型性題材」，尤其是「男女綺怨」，
並以之為應歌娛樂之用。這樣的寫作，所顯示的正是「創作主體失位」，
也就是在這種新興「倚調填詞」的寫作活動中，由情性、道德、學識所構
成的「創作主體」失去他應有的本位了，而「詞」也只是一種歌樓酒館間
供人娛樂的「消費品」而已。準此，「詞」這種新體的韻文，當然背離了
中國傳統詩歌的本質與功能。 
東坡之「以詩為詞」的「新典範」，正好相反，用來自學識的歷史語
                                                 
73 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
為士大夫之詞。」參見滕咸惠：《人間詞話新注》(台北：里仁書局，1987年)，頁 112。 
74 參見王水照之論述，資料版本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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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去描寫作者個人或時代群體的切身經驗，並以之抒發自我所感所思之情
志。這樣的創作，相對於前者「創作主體失位」，正好是「創作主體復位」。
而使得「詞」這種新體的韻文，回歸到中國傳統詩歌的本質、功能上。 
這種「創作主體復位」，起始只是如東坡等詞人自然根之於情性、學
識的實際創作，並未形成理論。逮南宋時期，「復雅」的思潮，才由詩的
「本質」與「體源」觀念建立明確的理論。而在「主體性」方面，除情性、
學識之外，更強調的則是道德。這已見前文的論述，不贅。 
（二）詩文化母體意識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變」？其內在的原因或動力是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從理論上提出：「詩文化母體意識」做為解答。 
「文化」從表層而言，是人類脫離自然存在狀態所擇取的生活方式；
從深層而言，則是人類的價值觀念體系。「生活方式」若從具體而動態的
角度來看，便是人類種種以生活為目的的行為。這種種行為，假如不是個
人偶發性的，而是社會上某一階層普遍地反覆操作而又自覺其價值的模式
化行為，即是「文化行為」。「詩」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自遠古即被中
國人用於生活上，作為「抒情言志」的行為方式，而且是知識階層普遍地
反覆操作並自覺其價值的模式化行為；因此，與「詩」相關的種種行為，
當然是「文化行為」。75故「詩」的最基本意義，不是文學上的一種特定「文
體」，而是一種和語言工具及價值觀念有關的文化行為。我們所謂「詩文
化」即是此義。這時候，「詩」便不是與「騷」、「賦」、「銘」、「詞」、「曲」
等並舉的特定文體。它指的是一切以音律形式去抒情言志的韻文「母體」。
這「母體」的意義有三：1、是一切韻文形式體製的「正典基型」；2、是
一切韻文語言的「正典體式」；3、是一切韻文內容情志的「正典價值」。 
所謂「正典基型」即是「音必低昂互節，韻必先後應和」。韻文儘管
「分流」為諸種「子體」，例如「騷」、「賦」、「銘」、「箴」、「詞」、「曲」
等，其體製各異，但卻必具「母體」所涵之「正典基型」。故從「體源」
論之，一切「子體」皆可「歸源」於「母體」；所謂語言的「正典體式」，
即指「典雅」；另所謂「正典價值」，可用孔子「思無邪」之一言以蔽之。
                                                 
75 有關「文化行為」是一種模式化的行為，其說參見美國菲利普‧巴格比（F‧Bagby）：
《文化—歷史的投影》(台北：谷風出版社，1988年)，頁 8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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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者吟詠性情，然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這是一切韻文在內容情
志上的正典價值。故從「本質」論之，一切「子體」皆以「母體」所涵這
「正典價值」為依歸。準此，則這個「母體」可稱之為「正典母體」，其
所完滿具現者，即是「三百篇」，它是一切韻文的「最高典範」，既具體而
又普遍。故「三百篇」不能被視作與楚騷、漢賦等為同層級的特定文體。
它是一切韻文之本之源。 
「詩是一切韻文的正典母體」，這一文化意識早在漢代即已定型。王
逸《楚辭章句‧離騷經序》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76。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云：「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
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77又〈兩都賦序〉亦云：「賦者，古詩
之流也。」 78漢代之後，這種意識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的心目中。晉代摰
虞〈文章流別論〉在分論詩、頌、銘、誄、祝、箴等韻文之後，云：「後
世之為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 79劉勰在《文
心雕龍‧宗經》中云：「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 80其後〈明詩〉
以下，樂府、賦、頌、讚、銘、箴、誄、哀、弔等體，幾乎都「歸源」於
詩。 
這種文化意識，依藉傳統的「詩教」深入於人心。當其潛在心靈深處，
即成知識分子文化性格的一部分，雖或不自覺，但自然發用於「詩文化行
為」上；我們可稱之為「隱性詩文化母體意識」。當其浮現在語言、思維
的表層，即成為概念性的言說；我們可稱之為「顯性詩文化母體意識」。 
宋代「以詩為詞」，在起始的階段，並沒有理論的提倡，而是在創作
實踐中，自然而為之。何以如此？其動力應是詞人「隱性詩文化母體意識」
的發用。以東坡為例，宋人對於東坡為什麼會「以詩為詞」，多從「根於
性情」去解釋。這在前文已論及，此不贅。作詞而以「自抒情志」的態度
                                                 
76 〔漢〕王逸：〈離騷經序〉，見《楚辭補注》（汲古閣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卷 1，頁 12。 
77 〔漢〕班固：《漢書》 (光緒 26年王先謙校刊本，台北：藝文印書館)，卷 30，〈藝
文志〉，頁 902。 
78 〔漢〕班固：〈兩都賦序〉，版本同註 49，卷 1，頁 21。 
79 〔晉〕摰虞：〈文章流別論〉，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晉
文》（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卷 77，第 4冊。 
80 版本同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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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正合於詩此一「正典母體」所涵的精神。但東坡未於概念層言說之，
應該是他「隱性詩文化母體意識」的發用。 
至於南宋時期理論提倡的階段，則此一「詩文化母體意識」已浮現在
許多知識分子的概念層，甚而倡說為理論，則「以詩為詞」即為「顯性詩
文化母體意識」發用之所致矣。 
（三）「分流」與「歸源」的辯證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常軌」 
這樣的「變」，從現象上來看，確是宋詞發展的軌跡。但穿透這現象
的表層，在深層處隱涵著什麼觀念性的意義？而假如將它置入「中國文學
發展的軌則」來看，「以詩為詞」是否具有「常軌性」的意義？ 
從創作實踐層來說，「以詩為詞」是宋代特殊的現象。但這現象的深
層處，其實隱涵著「分流」子體向正典母體「歸源」的詩文化意識。這「分
流的子體」不是專指「詞」，而是詩以外所有的韻文體：騷、賦、頌、曲
等皆是。「分流子體向正典母體歸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詩文化意識，表
現於宋代詞的創作，乃成「以詩為詞」之現象。若表現於漢代賦的創作，
即成「以詩為賦」之現象。而表現於元明曲的創作，即成「以詩為曲」之
現象。 81 
漢人普遍認為「賦者，古詩之流」，故由司馬相如的創作實踐所形成
的「大賦」，其性質、功能本為「寫物」，但在上述那種「詩文化母體意識」
的支配下，仍向著「詩」此一「正典母體」所揭示的「正典價值」進行「歸
源」。故「言志」還是漢賦創作的準則。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所謂「抒
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可作「以詩為賦」的代表。 82 
元明之曲，本來自民間，以「俚俗」為其本色，但其後入於文人之手，
即開始「詩化」，故同樣引起批評者從「辨體」觀念展開「非本色」的負
面評價。 83以散曲而言，明代王驥德《曲律》云：「渠所謂小令，蓋市井所
                                                 
81 明人已有「以詩為曲」之語，例如徐復祚：《三家村老曲談》評邵燦《香囊記》云：
「香囊以詩作曲⋯⋯愈遠本色。」徐復祚《三家村老曲談》收錄於任中敏編著《新
曲苑》（台北：中華書局，1970年），第 7種，頁 96。 
82 有關「賦」的特性與功能，參見顏崑陽：〈漢代賦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
收入《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4
年），上冊，頁 110—122。 
83 有關元曲「本色」之論爭，參見資料同註 6，頁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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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小曲也。」然而，這類「市井所唱小曲」一入於文人之手，即在「詩文
化母體意識」的作用之下，向詩「歸源」。王驥德在《曲律》中引述李夢
陽「以為可繼國風之後」的論見， 84明白把散曲提昇到與「詩」同一位置。
散曲始作於元好問，他以文章、詩、詞之大家創作散曲，即展現「情兼雅
怨」的特質，明顯是「以詩為曲」。其後繼者，如盧摰、白樸、姚燧、馬
致遠等，也同樣「以詩為曲」，而形成一貫的創作趨勢。羅荵烈在《元曲
三百首箋‧敘論》中，有一概括而簡要的論述： 
自遺山遠跡風騷，近紹蘇辛，情兼雅怨，辭尚俊潔，一時劉秉忠、
盧疏齋、姚牧庵輩聞風景從，故挺齋謂治世之音自三人始也。仁甫、
東籬分其餘力以雜劇鳴，然所製散曲，莫不一唱三歎，比肩姚盧；
至小山、夢符，而雅正之風，份份大盛。⋯⋯由是曲體遂尊，始與
唐詩、宋詞，連鏕鼎足，各擅其場。 85 
說「遺山遠跡風騷」、「情兼雅怨」，無疑就是以「正典母體」之詩為
散曲的創作標準。而劉秉忠以下，莫不「聞風景從」，「以詩為曲」乃成趨
勢，而至張可久、喬吉，「雅正」之風，更已盛極一時。就如宋代「以詩
為詞」而推尊詞體一樣，「以詩為曲」也同樣使出身「市井」的這種新興
韻文體製，得到知識階層的尊重。現代一般「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也都
肯認元明清散曲的發展，由俚俗粗獷走向典雅工麗，是一種實然的趨勢。
不過，僅從語言修辭或整體藝術形相的「典雅工麗」去看散曲之「詩化」，
這猶是皮相而已。散曲之詩化，最根本的精神與詞之詩化無異，都是將民
間娛樂之用的韻文體轉為知識階層「抒情言志」之用。由起始「創作主體
失位」而演變為「創作主體復位」。這是知識分子「分流子體向正典母體
歸源」的文化意識的發用所致。 
至於劇曲，也是起自民間，於廟會、瓦舍，供人娛樂。「瓦舍」即是
集合各種伎藝，向觀眾賣藝的表演場所。這些民間雜劇雖在宋金時代長期
出入宮庭而琢磨得比較精緻，號為「院本」，但畢竟仍是消費性的娛樂品，
與知識階層的「抒情言志」無涉。但元明清三代，自劇曲入於知識階層之
                                                 
84 〔明〕王驥德：《曲律》，收錄於《原刻景印叢書集成》三編，（台北：藝文印書館
據倉聖明智大學刊本影印，1971年）。 
85 羅荵烈：《元曲三百首箋》（台北：天工書局，1996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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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也同樣產生「詩化」的現象；「以詩為曲」成為一種趨勢，雖未全面
取代劇曲的「俚俗本色」，但至少與之並行。在劇曲中，所謂「詩化」，所
謂「以詩為曲」，大致表現在二方面：1、是語言的「典雅」化，一改劇曲
原本口語化的俚俗體式。2、是在劇本的故事、唱詞中寄寓對種種政治、
社會現象的感慨、諷諭，表現「抒情言志」的精神。 
關於前者，元代南戲王實甫《西廂記》已啟其端。從明代崑曲的興起，
表現得更為顯著，邵燦的《香囊記》開傳奇文采典麗之先聲，其後陸釆的
《南西廂》、鄭若庸的《玉玦記》、湯顯祖的「臨川四夢」，以至王驥德、
梅鼎祚等人之劇作，都在語言上追求典雅，完全背離劇曲原有俚俗的本
色。 86 
關於後者，從元代北雜劇、南戲，到明清時代的傳奇，知識階層所撰
作者，在故事情節或唱詞之中，多寄寓著作者對於當時政治之黑暗、社會
風氣之腐敗的感慨、嘲諷、批判，顯示劇曲已不只是市井間的消費性娛樂
品。這種新興的敘事文體，已經被知識階層倚為「抒情言志」之用。 87 
語言的典雅、創作主體的彰明，正是「以詩為曲」的徵象，顯示這一
來自民間的韻文子體，在知識階層的文化意識主導之下，朝向詩之「正典
母體」進行「歸源」。 
詞的本身，歷元明之衰落，到清代復興，浙派之以姜夔為「典範」而
倡「醇雅」，陽羨派之以辛棄疾為「典範」而倡「豪放」，至於常州派之以
「比興」詮釋唐宋詞，並視為創作準則。這三大詞派，同樣也都是「以詩
為詞」，而試圖推尊詞體。 88此為一般文學史家之共識，無需細論。 
綜上所述，宋代所突顯「以詩為詞」的現象，其中隱涵的是知識階層
普遍抱持的一種「詩文化母體意識」——韻文類之中，一切分流的子體必
向正典母體歸源。 
所謂「歸源」指的並不是實際上形式體製的逆反。中國文學的發展，
                                                 
86 參見張庚、郭漢城：《中國戲曲通史》（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年），第 2冊，
頁 2-39—2-48。 
87 參見資料同註 86，第 1冊，第 4章第 1節第 2目、第 5章第 1節第 2目。第 2冊，
第 8章第 1節第 2目。 
88 清代三大詞派「以詩為詞」的「尊體」現象，參見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
版社，1990年)，第 2編至第 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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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類的形式體製來看，由「正典母體」的基型不斷分流衍化，而產生各
種形式殊異的子體，這是無法逆反的事實。文體的進化，所指即此。因此，
所謂「以詩為賦」、「以詩為詞」、「以詩為曲」，其義都不是在形式體製上，
讓賦、詞、曲再逆反到「詩」的母體基型。形式上的母體基型，這一概念，
通常只作為子體與母體取得「同出」關係的依據而已。 
準此，「以詩為賦」也好，「以詩為詞」也好，「以詩為曲」也好，其
義有二：1、為語言修辭的「典雅」化；2、為「創作主體復位」。而前者
還只是第二義，第一義當是後者。而這第一義所顯示的其實就是「詩文化
母體」中「正典價值」的「歸源」。這是一種「精神性」的回歸，是一種
生命存在價值朝向「理想」不斷自我提昇的文化意識。 
從中國文學發展的軌則來看，韻文類的形式體製不斷分流衍化，這是
文學作為「現實存在」之實體所必然的演變，故「體製日繁」是文學發展
歷程中一種不可逆現象。但是，文學作為「理想」的創造，其本質、功能
所繫的「正典價值」，卻並不隨社會文化現實經驗的增生，往而不返。故
一切韻文向「正典母體」作精神性的「歸源」，是知識階層所普遍抱持的
文化意識。 
於是，現實的「分流」與理想的「歸源」不斷地辯證，便成為中國文
學發展的一種「常軌」。準此，則「以詩為詞」不僅是宋代文學發展的個
殊現象；其深層所隱涵的文化意識，實具有文學史論上的意義。 
四、結論 
綜合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歸結出下列幾項判斷： 
（一）「以詩為詞」有三義：即創作現象上的「描述義」、實際批評上
的「評價義」，以及理論批評上的「規範義」。 
（二）從創作現象而言，「以詩為詞」非東坡一人如此，也不必然導
致「豪放」一體，也就是兩者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它是北宋中期之
後很普遍的一種創作現象，所展示的其實是由原本固定詞體規格的束縛解
放出來，而隨個人性情自由創作的一種態度或方式。分而言之，厥有三期：
1、北宋中期到末期，各人依其性情、學問而自由創作，沒有主導性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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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故體貌多樣。2、南宋初期到中期，以「復雅」思潮為主導，強調詞
在「政教諷諭」上的功能。3、南宋中期到晚期，吸收騷雅精神用之於詞
的「抒情」，並重視形式上的協律與修辭的典雅。 
（三）從實際批評而言，代表「辨體觀」的批評者陳師道評東坡「以
詩為詞」、「要非本色」，晁補之評山谷詞「不是當行家語」。而代表「反辨
體觀」的批評者胡寅、胡仔、王灼、林景熙等人，卻對東坡之「以詩為詞」
給予極高的評價。南宋時期，「反辨體」的批評取得勝利，東坡詞也被塑
造為「新典範」，取代「花間」諸詞人。 
（四）從理論批評而言，南宋時期，通過「雅正」理論的提倡，「以
詩為詞」已成為創作規範。「雅正」理論又可分為二系：一系為南宋初期
黃裳以下之「復雅」思潮，倡導「六義」之說，強調詞的政教諷諭功能。
一系為南宋中期姜夔以下，由張炎所提出的「雅正」觀念，除重視協律與
修辭之外，主要強調詞之「陶寫性情」必歸於「淳厚」，否則即失「雅正」。 
（五）南宋時期對「以詩為詞」的「反辨體」批評與「雅正」理論的
倡說，其中都預設著詞的「體源觀」與「本質觀」；在理論上，將詞體溯
源於「三百篇」，故「詩詞同出」；而詞與詩在本質上皆「根於性情」，故
「詩詞一理」。 
（六）依據前述對宋代「以詩為詞」現象的描述與詮釋，從「中國文
學發展的軌跡」這一後設觀點，提出文學史論的探究，可以完成如下理論
的建構：由「以詞為詞」演變為「以詩為詞」，顯示的乃是從「創作主體
失位」走向「創作主體復位」；而這種演變的內在動力，乃是知識階層「詩
文化母體意識」的作用。知識階層普遍抱持「詩是一切韻文的『正典母體』
的文化意識」；而韻文類之中，一切分流的子體必向母體歸源。所謂「向
母體歸源」指的不是形式體製的逆反，而是文化精神上「正典價值」的回
歸。因此，「分流」與「歸源」不斷的辯證，乃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一種
「常軌」。準此，則「以詩為詞」不僅是宋代文學發展的個殊現象，其深
層所隱涵的「詩文化母體意識」，實具有文學史論上的意義，可應用於對
中國文學史上韻文類發展歷程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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